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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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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西安地区各朝代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结合大量史料，对西周、秦、

西汉、隋与唐王朝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局、主要建筑之思想理念进行剖析。分析认为：西周都

城文化充分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秦都城文化体现了大一统的精神；汉长安城文化以尊儒思想为主

体，整合了前朝相关理论，并有所创新；隋唐长安城文化表征了多元文化的开放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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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１６个王

朝与政权建都之地（在西安市及其附近地区先后建

都的１６个王朝与政权是：西周、秦、西汉、新、汉更始

帝刘玄、赤眉帝刘盆子、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

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大齐皇帝黄巢等）［１］，

特别是其中的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等几个统一强

盛的王朝建都于此，由于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进程

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因而其都城文化也内涵丰富，特

点突出，影响范围广阔且深远。都城文化不仅是西

安乃至关中地区地域文化的核心成分，也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

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等王朝都城之规制、建设、平

面布局、重要建筑之思想理念，剖析其主要的文化内

涵与基本特点。

一、西周都城文化之主要内涵

　　周人始祖名弃，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

（今陕西杨凌区），号后稷。后至其孙公刘，带领族

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县西）。下传至古公父

（周文王祖父）时，又带领周族迁至岐下，即今关中

西部岐山之南的周原一带，并营筑城郭室屋，作五官

有司，建立了西周早期之奴隶制国家。近几十年来

通过长期考古发掘，在周原地区除发现一个北以岐

山山脉为界，东至扶风县黄堆村，西到岐山县祝家庄

镇，南达扶风县法门镇，面积约为１５ｋｍ２的西周遗

址区外，还在这个遗址区内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发

掘出一座早期周人的宫殿基址，并在其东约２ｋｍ之

扶风县法门镇召陈村发掘出一座西周中期偏晚的大

型宫室建筑基址。这证实了此即为早周都城岐邑的

宫室分布区［１４］。

周王室传至西伯昌（即后追谥的文王）时，因遵

后稷、公刘之业，继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

少，礼下贤者，士以此多归之，国势大振；在与周围诸

侯、诸戎之战争中屡屡取胜，因而与殷王之矛盾日益

加剧。而当时殷纣王荒淫暴虐，天下归心于周。于

是文王决定东向发展，第一步就是伐灭位于今西安

市渭水以南户县至蓝田一带的殷人附属国崇侯，继



而在沣水以西建立丰邑，并自岐邑徙都于丰。徙都

丰邑后之次年文王崩殂，武王继位，很快又在沣水东

岸营建镐京①。丰镐二京隔沣水相望，实为一城。

周武王正是以都城丰镐作为政治中心，励精图治，历

１２年经营，终于在公元前１０４６年灭掉殷商王朝②，

使周王朝成为中华大地上替代商王朝而继起的华夏

一统之强盛王朝。

西周都城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是充分反映了周代

之礼乐文化。

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也就是前期封建制社

会，强调王权天授。周人认为，天地间最高统治者是

“天帝”，周王又称“天子”，即“天帝之子”，所谓“君

天下曰天子”，秉承天意而君临天下，“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在国内推行分封

制与宗法制，通过建立宗族政权，即血缘亲属网络，

别嫡庶亲疏与尊卑贵贱，形成礼制，巩固政权。上述

西周统治集团之思想观念在都城各类设施之布设建

筑上都有充分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统治集团举行大典与祭祀活动的宫殿、宗

庙都设置在都城中心部位及地势高耸之处，且建筑

严整雄伟，以显示周王之权势与威严。

前已述及的岐邑之凤雏甲组宫室（宗庙）基址，

丰京遗址北部之大型宫殿与宗庙基址、镐京遗址北

部坐落在高台基上的５号宫殿基址等，都是具体例

证，且呈一脉相承之文化传承关系。这一都城中宫

殿、宗庙之布设理念，对后世之都城建设产生了重大

影响。

第二，岐邑与丰镐二京中宗庙与宫殿建筑处于

同等重要地位，凸显了西周都城中祭祀活动的盛行

与祭祀文化的浓厚。

西周时本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治国理

念，而且国都也必须有宗庙④，西周都城正是这方面

的范例。如岐邑，因是周族与西周王朝发迹之地，又

是文王、武王、周公等西周初期重要王侯埋葬地，因

而被论定为西周的“圣都”，之后的宗周，即丰镐二

京则被视作“俗都”［５］。俗都作为王朝之实际统治

中心，虽也举行日常之祭祀仪式，但圣都是宗教祭祀

意义上的都城，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一直保

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６］。因而尽管文王末年已

迁都于丰，武王又都于镐，但终西周之世，岐邑之祭

礼设施仍在不断增加，祭祀活动也一直持续。再如

丰京，虽然武王继位后，另建镐京，并长居之，以后西

周诸王也加承袭；但因丰京周王室宗庙地位崇高，武

王及之后的历代周王，每遇大事都要去丰京宗庙祭

告，丰京仍是祭祀活动之中心。当然，镐京之祭祀活

动也是常年不断的。上述情况从岐邑、丰京、镐京遗

址区发现的宗庙遗址及大批甲骨文、青铜礼器、玉器

中均可得到证明。

第三，西周都城中发掘出多处家族墓葬，如丰京

遗址区、今张家坡村之西周贵族井叔家族墓葬等，反

映了西周宗族政权的统治理念。

因为西周宗族社会政权形态是按照“天子立

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⑤分级立宗的分封制建立

起政治上的统治体系，因而各级宗族都掌握大小不

等的权力，生时要聚族而居，死后也要聚族而葬。

第四，西周都城基本上是按《周礼·考工记》之

规制原则布局建设。《周礼》一书，尽管在西汉后期

问世后曾遭今文学派诬为伪书，但经西汉以后历代

学者，特别是近现代众多学者研究，上说已被否定，

且被明确论为系战国时期学者所著，保存有大量西

周史料，许多内容参照了西周时的实况，并非战国时

人的向壁虚造。其中《考工记》一篇，虽为西汉景帝

时河间献王补之，但也被近世学术界考证为战国时

人所作［７］；其性质与价值当与《周礼》其他名篇相类

似。《考工记》所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

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也当

本西周礼制思想，参照西周都城之实际状况总结而

出。前已述及，西周都城岐邑与丰镐，虽经近几十年

考古工作者长期钻探发掘，但终究因年代久远，破坏

堙废严重，尽管已发掘探明了大量的建筑基址与手

工业作坊遗址、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玉器、陶器

与砖瓦残片，但是整个岐邑与丰镐二京之整体布局

状况并未全面揭示出来，因而尚不能完全证明与

《周礼·考工记》所记国都规制相吻合。但是从已

发掘探明之岐邑凤雏甲组宫室（宗庙）基址与镐京５

号建筑基址，也反映出《周礼·考工记》都城规制思

想之一斑。同时，从周成王即王位与其叔周公旦摄

政时所建之洛邑（又称“成周”）之规模与布局也可

加以映证。《逸周书·作雒解》曾记：“乃作大邑成

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十七里”，“建

大社于国中”，“乃立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

２

朱士光：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

①

②

③
④

⑤

《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８、１２８页；《诗·大
雅·文王有声》及毛传释文、郑玄笺注。

此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之研究结论，见《夏商周断代工程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纪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第４９页。

《礼记·曲礼下》；《诗·小雅·北山》。

《左传》成公十三年及庄公二十二年条所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

曰都。”

《左传》桓公三年。



明堂”，“设丘兆于南郊”。这表明成周有城有郭，城

内有太庙、宫寝，南郊有祭天之丘坛。作为西周时期

之陪都，规模宏伟，主要设施齐全。按西周之宗法礼

制，成周之规制不能逾越作为主都的宗周（丰镐），

从中也可概见宗周之规制，其基本状况应是与《周

礼·考工记》相通的。

二、秦都城文化之主要内涵

　　秦之都城，以雍、栎阳以及尚未建成的大一统帝

都咸阳为代表，都是在秦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主导

下兴建并扩展的。其中尤以咸阳反映最为突出，对

后世影响也最大。这里即以它为例，举出主要的几

端加以论析。

第一，商鞅“大筑冀阙”所彰显的法家治国思

想。商鞅大筑之冀阙，就是修建于咸阳宫之宫廷外

的高大阙门，即于宫廷大门外两侧各建楼观，中间阙

然为道，可以通行。商鞅所建之冀阙，据《史记·秦

本纪》中《正义》引刘伯庄的解释是：“冀犹记事，阙

即象魏也。”所谓“象魏”，则来自《周礼·天官·大

宰》。该条记道：“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

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狭日而敛

之。”是说古代君王与大臣，在正月朔日，在国都宣

示治国之法令，并悬之于象魏，使万民观后知晓，十

日后始收藏。文中之“象魏”，古人即指“门阙”，“象

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①。《周礼》中有此

记载，商鞅将之实际践行。以致他曾将在秦国推行

变法与在咸阳“大筑冀厥”联系起来，自得地说：“始

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

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迁都咸

阳后，商鞅继续大行变法之令，使“秦人富强，天子

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②。商鞅被杀之后，其法继

续得以施行，并促成秦国完成帝王之业。因此商鞅

以刑名之学施行变法之策以求帝王之业的治国理

念，在秦国统一全国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同时

也反映在秦之新都咸阳之建筑过程中，冀阙显然是

其标志性建筑。

第二，宫殿宗庙建置中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

这在秦始皇于吞灭关东六国后之次年在渭河南岸兴

建信宫起即已显其端倪。史载信宫建成后，他即改

其名为“极庙”、“象天极”。“极庙”即为他生前的

宫庙，称之为“象天极”，即是以天上之天极星，也就

是北极星自况，以天空中为群星拱卫的北极星来显

示他作为人间皇帝之至尊地位。之后，他在兴建阿

房宫时，又擘画“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

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③。东汉末人所撰《三辅

黄图》在述及此事即写道：“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

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

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文中所说秦

始皇“筑咸阳宫”，实指他对咸阳宫进行的大规模改

建与扩建，包括秦昭襄王时在渭河上所建的横桥。

其中咸阳宫与天上的“紫宫”对应。“紫宫”即紫宫

垣星，又称紫微星，北极星居其中，众星四布以拱之，

也称天极星，是主宰宇宙的“大帝”、“泰一”之座，天

帝所常居；地面上，渭水北岸的咸阳宫则为人间主宰

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所居，是地面之“紫宫”。而渭

河南岸的阿房宫与天上之营室星相对应。营室星在

古代也被认为是天子之宫，是天子的离宫别馆。而

处于咸阳宫与阿房宫之间的渭河，则与天上之银河

对应。银河又称“天河”、“天汉”。而渭河上之横

桥，即与阁道星对应。“阁道”，古人认为是“天子欲

游别宫之道”④。每年农历十月黄昏时分，在咸阳原

上仰望，天空营室星正当南中天，紫微星居北，北极

星位于其中心，银河居中东西横贯其间。此时天空

中这一星象分布格局，正好与渭水两岸之咸阳宫殿

群遥相应对［１，８］。显然，对都城咸阳这一由秦统治集

团精心所作的规划与建构，就是要通过“法天象地”

这一意象，向臣民传达出秦王与统一天下后之秦始

皇帝，是代表天帝君临天下的思想，借以巩固他们的

统治，妄求自始皇帝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

于万世，传之无穷”⑤。

第三，大一统的精神所形成的秦都咸阳盛大而

开放的气象。西汉之贾谊，在他的著名策论《过秦

论》之上篇，起首即写道：“秦孝公据?函之固，拥雍

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

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言明自孝公起，

秦之君臣就有统一天下之雄心。后又写道：“及至

秦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寓宇内，吞二周而亡

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粄以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

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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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卷五一《何点（附弟何胤）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７３７页。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２３２、２２３４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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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

报怨。”

正是因为自秦孝公十三年徙都咸阳之后，随着

商鞅变法持续而顺利地推行，以及攻灭关东六国战

争的节节胜利，使秦君臣统一天下之思想日益强烈，

从而对国都咸阳之规划建设，除了前述遵从法天象

地观念进行实施之外，还有就是以宏大气魄进行开

放式布设，这主要体现在２个方面：

第一，咸阳有宫城无郭城。尽管自新石器时代

晚期起，中国先民即有筑城自卫的传统，且史籍中也

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①记述。再揆之春秋、

战国时期之史实，各国筑城之风甚盛，秦国在徙都咸

阳前所建都城也都曾筑城；但在秦都咸阳，经考古工

作者近数十年来之反复调查勘探，除发现渭河以北

咸阳宫城外，一直找不到郭城踪迹。一些研究秦都

咸阳的学者因此论定咸阳“有宫城无郭城”，从秦迁

都咸阳后集中力量从事统一战争并节节取得胜利之

史实与秦国君臣自恃关中河山险固，对国都安全充

满自信的认识根源做出了解释。

第二，与之相关，就是除在咸阳及其以南区域扩

建新建宫殿外，还在整个关中地区大肆兴建宫观。

始皇三十五年（前２１２），还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

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

案署不移徙”。史籍上甚至还留下“北至九萯，甘

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渭之交，东西八

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

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②等记载。以上史

籍中所言虽难免夸饰成分，但经近世学人考察研究，

关中地区除渭北咸阳宫室区与六国宫室区、渭南兴

乐宫室区与阿房宫室区外，其他地方的秦代宫殿确

也不少。其中已知确址的就有步高宫（在今渭南市

临渭区阳郭镇张胡村）、长杨宫（在今周至县终南镇

东南竹园头村）、林光宫（在今淳化县凉武帝村一

带）、梁山宫（在今乾县县城西关外１ｋｍ处）、回中

宫（在今陇县东南５ｋｍ之河右岸磨儿塬上）等十

多处［９］。

综上所论，在完成统一天下的帝业进程中，秦君

臣对于都城之理念的确不同于之前的古人与同时代

关东六国君主，而是具有宏阔的胸襟与开放的心态。

以至于到宋代时，宋敏求在其所著的《长安志》中竟

引文论到“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以为秦西

门”，真是达到何等的恢宏气度。然而滥用民力，穷

极奢侈，加之暴虐无道，终于激起民怨沸腾，天下反

叛，看似固若金汤的崤函雄关险隘以及关中之千里

金城，瞬时易势，土崩瓦解，原企盼的万世帝业，仅二

世即亡。庞大而雄伟的秦帝都咸阳，特别是其渭水

北岸咸阳宫、六国宫区部分，也在秦末战火中遭到毁

灭性破坏。还是贾谊在《过秦论》中一语中的：“一

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

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此中之历史教训已不限于

都城营建规划与规模了。

三、汉长安城文化的主要内涵

　　汉长安城作为继秦王朝大一统封建帝国覆亡后

兴起的西汉王朝的国都，在其２００余年的历史中，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统治集团治国施政理念之变化，

也都反映到都城之建设中。另外，西汉帝国之都城

文化，有的则是继承前代之传统文化。现择其要加

以剖陈。

第一，萧何之“重威”思想。萧何是辅佐刘邦取

得楚汉战争胜利建立西汉帝国的主要功臣，被刘邦

誉为汉初三杰之一，屡受刘邦褒奖。高祖五年，萧何

受命营建长乐宫与未央宫。高祖八年，未央宫成，立

有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等。高祖东击韩王信

余众后还京，见宫阙壮甚，对萧何大怒道：“天下匈

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

何回答道：“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

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

也。”高祖听后信以为是，转怒为喜③。萧何前述回

答所言，治宫室壮丽以为天子重威的思想本是前人

之传统观点，他只是加以践行发扬，且也为后世

师法。

第二，汉惠帝筑城之“道法自然”思想。因西汉

初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战乱频繁，民作失业，饥

馑建年。就连在楚汉战争结束，汉王刘邦即皇帝位

后，也是民亡盖藏，经济仍然十分凋敝。这一状况虽

到孝惠、高后时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好转。面对这

一经济社会状况，西汉前期统治集团皆崇奉“黄老

之学”，推行无为而治的施政方针。自帝后起皆躬

修俭节，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以安百姓。因而在都

城建设上，除先后在汉长安城中修建了太上皇庙

（刘邦父亲的宗庙）、高庙（高祖刘邦的宗庙）、惠帝

庙、顾成庙（文帝的宗庙，在汉长安城东南）外；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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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上一直保持萧何所建之规模，未再增建。就是到

惠帝修筑长安城墙时，也如前文所述，利用农闲时

间，采取分期分段筑城方略，前后历时５年，分３次

征发男女民人，其中一次还是动用诸侯王、列侯之徒

隶。尤其是在汉长安城之城墙形制上，不追求四面

墙垣端正平直长短划一，而是随地形高低与河流走

向曲折多变。对于汉长安城墙何以筑成这等形状，

《史记》、《汉书》等两汉史籍均无明确记载。但东汉

末成书的《三辅黄图》卷一“汉长安故城”条中称“城

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

也”之后，唐代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与宋代宋

敏求的《长安志》中均照录不疑。认为是惠帝筑城

时，主其事者有意仿天上南斗星、北斗星设计修筑

的，以证实并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此类都城规划、

建筑观念古代虽确曾有过，就如前述秦都咸阳是按

“法天象地”观念建成那样。但揆诸汉长安城之建

设过程就可看出，所谓“斗城”之说全属东汉之后魏

晋唐宋时人附会之言。因而到元代，李好文在他

《长安志图》之卷中《图志杂说·北斗城》中就提出

了质疑。他指出：“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

形，今观城形，信然。然《汉志》及班、张二赋皆无此

说。予尝以事理考之，恐非有意为也。盖长乐、未

央，駉侯（萧何）所作，皆据岗阜之势，周二十余里，

宫殿数十余区。惠帝始筑都城，駉侯已没。当时经

营，必须包二宫在内。今南城及西城两方突出，正当

二宫之地，不得不曲屈以遮之也。其西二门以北，渭

水由西南而来，其流北据高原，千古无改。若取东城

正方，不惟太宽，又当渭之中流。人有至其北城者，

言其委曲迂之状盖是顺河之势，不尽类斗之形。

以是言之，岂后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欤？”李好文首

将汉长安城形状与周围地理环境联系起来进行分

析，突破前人将天上星象与地面皇居相互比附借以

神化皇权的观念，确是一大突破。但此说仍犹未尽

意。还需再结合惠帝时西汉国力孱弱，君臣上下遵

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以体恤民力，节省财

物。本着这一治国方针，在兴筑长安城墙这一浩大

工役时，自会遵从较低标准，根据附近冈阜地形与河

流走向，因势而建，使新建之长安城既能获得安全保

障，有利于皇室与大臣们施政、居住；又能不至太繁

难糜费，加重朝廷财政负担。而这一“道法自然”的

黄老思想才是促使汉长安城之城墙依冈阜就势，顺

河流成形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三，汉武帝尊儒思想。西汉前期崇奉黄老之

学，推行“无为而治”；到汉武帝（前１４０～前８７年在

位）继位时这一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因当时经６０

余年休养生息，天下硋安，国力已盛；加之武帝向往

儒术，极欲有所作为。建元六年（前１３５）汉武帝“绌

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次年又

召齐地儒士公孙弘，相继任为博士、太常、御史大夫、

丞相，并封为平津侯，于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

矣”①。因而班固在《汉书》卷六《武帝纪》最后的赞

语中，对武帝开边拓土的武功未涉一字，而对武帝的

文治大加颂扬，赞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

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

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

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

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

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武帝大倡

儒学，在都城建设上即有建明堂、兴太学之举。武帝

之后的历代皇帝也遵此道，太学生员逐代增加，因而

使汉长安城儒学之风日益浓郁，西汉后期之学术文

化也获得前所未有之发展与繁荣。

第四，《周礼·考工记》之都城规制思想。西汉

王朝承西周、秦王朝之后，其首都长安城又建在西周

与秦王朝故都丰镐、咸阳之旁，因而在都城内相关建

筑设施的规划布设上必然受到周、秦文化中关于建

都理念的影响，特别是《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

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九轨，面朝

后市，左祖右社”等基本理念的影响。正如国内长

期从事秦、汉都城与汉、唐帝陵考古发掘及研究的著

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李毓芳在他们合著的《汉长安

城》（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一书最后部分概括总结

的，在汉长安城规划建设上，反映出的“崇方”、“择

中”、“轴线”、“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特点，均

与先秦时期传统都城规划思想一脉相承。尽管上述

特点在汉长安城中体现得不如后代一些都城那么突

出典型，但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与古都学家的研究

已表明上述特点是确实存在的。因而汉长安城也成

为体现西汉时人践行《周礼》理念规划国都所建成

的一座早期都城之实例。

四、隋唐长安城文化的主要内涵

　　隋唐时期，主要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多种文化

交融并蓬勃发展时期，其国都长安城之文化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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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特点。现着重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论列。

第一，崇奉严整规则宏阔壮丽的儒学文化。魏

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虽有匈奴、鲜卑、羯、氐、羌

族内徙，并与汉族等征战争逐，导致政权不断更迭，

社会动荡；但也促成了民族与文化之融合。至隋唐

时，政局趋于一统，社会日渐安定，民族与文化融合

的积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到唐代，在文化

上儒、释、道诸学术流派并行不悖，相互融会。然而

儒学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仍处基础与主流地位。唐

太宗虽好道喜佛，但仍强调“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

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

死，不可暂无耳”①。因而隋唐两朝培养官员的国子

监、弘文馆、崇文馆等学校，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

学习内容。也正是在儒学思想影响下，隋都大兴城

的建设，其形制就与《周礼·考工记》基本相通。如

城郭方正，道路通直，里坊规整，宫城与皇城占据城

中北部高处，且与庶民百姓严格分离等。

至唐代，因受崇奉儒学思想使然，帝都长安之恢

宏气概更达到极致。如唐太宗兴修，唐高宗建成之

大明宫，本即修在高出唐长安城郭城十余米的龙首

原上，殿基高达４丈多，殿面宽为１１丈，超出传统中

国帝王宫殿最高面阔９间的旧制。平面呈凹字形，

殿前东西两侧建有向外延伸的高大阁楼，东为翔鸾

阁，西名栖凤阁。前距丹凤门四百余步（约５８８ｍ），

东西五百步（约７３５ｍ），面积达０．４３ｋｍ２，殿庭极为

宽阔，远超古代西方罗马帝国之诸多广场。殿前修

建的两条平行的斜坡砖石阶道，长达７５ｍ。每有朝

会，大臣与外国使节由此两道而上，从丹凤门北望，

宛如龙垂其尾，极为壮观，故又称“龙尾道”。如此

之设计与建筑，为帝王权势大壮声威，达其南面而治

的意念。唐代李华在他写的《含元殿赋》中称颂其

有“如日之升”的气势，写尽了大唐气概。

第二，崇奉通易灵变遵道循势的道家文化。中

华传统学术文化中，道家学派也如同儒家学派一样

源远流长。而道家学说中《周易》一书曾被古文经

学家奉为群经之首，对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学术文化

多方面均有直接影响，在都城建设上也反映十分突

出。至隋建大兴城时，宇文恺即运用《周易》乾卦卦

象，针对选定建大兴城之龙首原以南广大区域高低

起伏之地形特点，从中选出六条大体东西向横亘的

高坡，象征乾卦之“六爻”，从北向南依序排名为初

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高地；又按《周易》

所论，分别布设不同建筑设施，规划出不同的功能分

区。唐代李吉甫在其所著之《元和郡县志》中写道：

“初，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

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

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

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而对六坡之间的低凹地带，

宇文恺则用于开渠引水，凿池造湖，既有助于解决城

内生活用水所需，也增加了水面，改善了环境，增添

了园林景点。总体上看，因利用岗阜低地因势规划

布设各功能区与建筑物得当，既满足了皇室贵族与

百官僚属居高称治的要求，也使全城各类建筑各得

其宜，高低错落，变化有致。此外，宇文恺还以易学

中风水思想与厌胜理论，在大兴城东南角开凿曲江

池，虽将之隔于城外，但占了东南角一坊之地，使之

与城外部分建成皇家禁苑，以永保隋朝王者之气不

受威胁（程大昌《雍录·曲江池》）［１０］。

至唐代，由于道教以老子李聃为教祖，因而深得

李氏皇室的尊崇，追认他为先祖。也正因为如此，道

家思想更为流行。唐太宗建大明宫，选在东北郭城

外之龙首原顶上，固然有地势高耸、可居高临下俯视

全城的地形上的优势；也契合《易经》先天八卦方位

即伏羲八卦方位的观念，因东北属“震”位，震为龙，

是兴旺发达之象。因此大明宫建成后，尽管在地理

位置上不处于全城的中位，但在《易经》之文化理念

上却是对居于全城中位的太极宫的补充与崇“中”

观念的强化。而玄宗时修建兴庆宫，从其择位与设

计布局上，也分明受到道家思想中亲自然天道与天

道无为等思想的影响。

第三，多元文化荟萃融合的开放气象。前已述

及，隋唐时，特别是唐代，在政治思想与学术文化上

是儒、释、道三者并行不悖，尽管其间也有曲折变化，

但总体看仍是相互融会而发展。加之唐王朝自太宗

起，就对域内各民族爱之如一，对域外相邻诸国也分

别采取册封、
!

縻、朝贡等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大力

推进政治交往、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因而使都城长

安呈现出一派多元文化荟萃融合的开放气象。就

儒、释、道三教而言，长安城中大型礼制建筑就有皇

城安上门之东的太庙、含光门之西的社稷坛以及城

外南郊明德门道东１ｋｍ的祭天之坛圆丘、城北７ｋｍ

祭地之坛方丘、东郊春明门外朝日之坛日坛、西郊开

远门外低坎之中夕月之坛。除上述祭祀天、地、日、

月坛庙外；四郊还有太乙坛、先农坛、黄帝坛、赤帝

坛、青帝坛、白帝坛、黑帝坛等众多神坛星罗棋布。

此外城内还有数十所公私官庙。官立庙堂中，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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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赠皇后与皇太后、赠皇太子、赠皇帝与公主庙２２

处，品官家庙可查知的有３６处［１］，而佛教、道教及其

他外来宗教之寺观数量亦复不少。据史载，隋代有

７６座，唐代新建８３座，共为１５９座；其中寺８３座、尼

寺２９座、道观３４座、女冠观６座、祆祠５座、波斯寺

２座［１１１３］。这些寺观占地面积甚广，其中最大者往

往占一坊之地，如靖善坊的大兴善寺即是。上述坛

庙与寺观占据了外郭城内相当大的面积，也构成了

唐长安城三教崇隆的繁盛景象与特异的文化氛围。

综前所论，可以看出隋唐都城之文化特征，充分

反映了这一时期，当然主要是唐朝开放的胸襟与磅

礴的气势。因而唐都长安城之规划思想与建设匠

意，不仅对中国后世之都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对周边地区甚至域外，如日本等国也都起到了示

范与引领作用。日本古都京都与奈良就是典型例

证。唐朝诗人王维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

作》一诗中写下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

旒”诗句，可以说就是对都城长安所反映出的盛唐

气象的深邃而形象的概括与揭示。

五、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

时期古都文化之基本特点

　　关于古都文化，笔者曾指明了它的４大特点：

（１）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时代文化之

缩影；（２）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以至当今特定区域的

代表性文化；（３）古都文化内涵丰富，规格甚高；（４）

古都文化空间辐射力、时间穿透力强劲［１４］。以上是

古都文化总体上的特点。而就西安地区之古都文

化，特别是周、秦、汉与隋、唐时期之古都文化而言，

还有着以下几个独具的特点。

第一，这一古都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核

心与精髓，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源头与主流。这当

然是因地处关中地区中心部位的西安及其附近地区

自公元前１１世纪中成为西周王朝统治中心之后，迄

至公元１０世纪初唐代末年，它作为周、秦、汉、隋、唐

等统一强盛王朝首都的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化，经

过之前历史时期孕育后，不仅灿然形成，而且还进入

到成熟、繁盛阶段。因此，西周、秦、西汉、隋、唐之古

都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凭借政治上的张力，自然成

为中华文化之源头与主流。

第二，这一古都文化充分吸纳了世界文化精华，

既彰显了东方文化神韵，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显然也是因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建都的西周、秦、

西汉与隋、唐王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统

一王朝，而且统治集团与士庶百姓，对外族与域外文

化也普遍持有开放包容心态；特别是西汉与唐王朝，

更是心胸开阔，眼界高远，气魄宏大，对域外文化兼

收并蓄，广泛吸纳。以自汉代由天竺（今印度）传入

的佛教为例，汉长安城因是国都，不仅是首先传入汇

聚之地；至唐代，长安城依仗皇室贵族的推动更成为

全国佛教核心地区，是当时中国佛教的僧才凝聚、经

典翻译、宗派创立、佛教弘传、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

中心。长安也因此成为世界佛教文化城市和国际大

都会，中华传统文化也因此更为丰富深邃，并成为东

方文化的代表，世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这一古都文化，其主体部分上升至制度层

面，在国家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对后世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西周时，奴隶制

社会已开始解体；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制，

至唐王朝，封建制社会发展至鼎盛程度。而这一时

期，几个最重要的统一王朝均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

建都，因而它们的古都文化，也即最高统治集团的治

国理念，如西周的礼乐文化、秦王朝的法家思想、西

汉王朝尊儒崇法与“霸王道杂之”①的思想、唐王朝

儒道释相融会的多元文化等，多渗进治国理政的制

度层面；例如西周的分封制、秦之郡县制、西汉察举

制度、唐之科举制度等。由上足见，上述帝都文化具

有强劲的实用性与社会效应，且对中国社会发展产

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六、结　语

　　西安市及其地区是中国历史上１６个王朝与政

权建都之地。不同朝代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

局、主要建筑之思想理念都有所不同。其中西周都

城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是充分反映了周代之礼乐文

化。秦都城彰显了法家治国思想与法天象地的规划

思想，并形成了秦都咸阳盛大而开放的气象。汉长

安城体现了萧何“重威”思想、“道法自然”思想、汉

武帝尊儒思想和《周礼·考工记》中都城规制思想。

隋唐长安城崇奉严整规则宏阔壮丽的儒学文化、循

势的道家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荟萃融合的开放气

象。因此，西安地区的古都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

源头与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彰显了东方文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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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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